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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

流官群体与十九世纪民族
地方志描述视角的变迁

� � � 以乾隆、道光、光绪本 �凤凰厅志� 比较研究为例

谭必友

[摘要 ] 19世纪是中南、西南许多少数民族接受流官统治 100余年之后的一个世纪, 也是少数民族调整文化

结构、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一个世纪。在这很关键的一个世纪中, 这些流官 (中央派来的社会精英群体 ), 他们对

少数民族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社会抱负? 他们又将把少数民族导向何方? 本文通过

对 19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变迁的叙述, 试图从一个侧面为这几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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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giona lO fficials and Changing D escription s ofM inor ities: A Comparat ive Study on

Q ianlong, D aoguang and Guangxu Ed itions of Fenghuang County Gaze tteers

By the n ineteenth century, m inor ities in theM iddle South and Southw est had been governed by the reg iona l offic ia ls,

soc ia l elites appo inted by the central gove rnm en t, for about ove r100 yea rs� H ow did e lite v iew s ofm inor ities change dur ing

this century and how d id m ino rity peoples reconstruct their cu ltures as they faced the challenges o f a new century? Th is art-i

cle seeks to answ er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an exam ination of chang ing descr iptions m inor ities in n ineteenth- century gaze-t

teers�

� �

一、研究缘起

(一 ) 课题说明

十九世纪, 对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 都

是很关键的一个时期。第一, 这个世纪是中央

王朝全面推行、落实和巩固改土归流政策的一

百年。长期受羁縻政策统治的少数民族, 现在

由流官统治。流官会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命运?

第二, 十九世纪, 不独中国少数民族面临新的

历史命运, 整个中国也面临重大的历史决策。

因为, 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的欧美国家, 正加

紧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样一个时期, 中

国整个精英群体有着怎样的视野和抱负? 这个

视野和抱负对十九、二十世纪有着怎样的意

义?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本文无意完全回答

这些提问。但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来探讨: 十

九世纪社会精英群体对社会作了怎样的判断?

他们又是如何将这些判断运用于少数民族治理

的? 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治理是否符合历史发展

的大趋势? 在这个领域我们可以吸取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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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

相对来说, 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

域, 缺乏必要的借鉴。因此, 研究方法上不得

不有所创新。我们避开传统的追求客观真实的

史学方法或民族学方法, 将民族地方志仅仅当

作一个文本来解读, 这个文本的客观性我们避

而不谈, 而只关注它用来描述对象时的语言。

它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语言体系, 里面包含了

多方面的信息。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从这里各取

所需。具体在本课题的运用, 后面的行文将逐

渐地展示出来。

(二 ) 凤凰厅历史概况及其民族学研究价

值

凤凰厅的历史并不长。元明以前, 这里设

五寨长官司与竿子坪长官司, 属保靖宣慰使的

领地。历史进入明代以后, 这个地方才逐渐进

入中央统治者的视野。明正德八年, 设守备,

此地才有了正式的军事建制。此后, 由于民族

矛盾复杂, 少数民族经常闹事, 此地的地理位

置日益重要, 官方在这里设置的行政机构级别

就越来越高。康熙四十三年 ( 1704) , 改土归

流, 裁竿子坪长官司, 设凤凰厅, 厅有通判一

人, 驻凤凰营, 主要管辖新抚苗地, 兼管五寨

长官司。康熙四十六年裁五寨长官司, 凤凰厅

全厅实现流官统治。最初系散厅 (雍正二年

才升为直隶厅 ), 雍正十三年 ( 1735) 设辰沅

靖兵备道, 道台驻凤凰, 此地成了整个湘西苗

疆七厅县的首府。此后, 随着民族矛盾的时大

时小, 它的节制范围也相应有张有缩
�
。

选择 �凤凰厅志 � 作为研究对象, 有几

个优点:

第一, 从时间上来说, 在我们研究的十九

世纪这个时间段上, 凤凰曾两修其志。不仅如

此, 在十八世纪的乾隆二十三年 ( 1758) 还

修有一部厅志。当我们讨论十九世纪民族地方

志书描述视角的变迁时, 就可用乾隆本作原始

参照。从乾隆二十三年首修, 到道光四年

( 1824) 再修, 再到光绪十六年 ( 1890) 第三

次续修, 其间跨度 132年, 用传统史学的观点

来说, 这个时间段经历了传统的封建社会、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

国、洋务运动等几个时期 )。单纯从近代史的

一般标准来说, 这个时间段, 也是观念发生较

大变化的时期。

第二, 从空间上来说, 整个湘西地区位于

武陵山的东段, 是中西部的接合部, 是中原向

西南多民族聚居区过渡的第一个区域。而凤凰

县在十九世纪这个时间段上, 恰好又是湘西的

首府县。这里长期就是土家族、苗族、瑶族、

汉族等民族错居的地方。直到今天, 少数民族

尚占绝大多数。1998年底全县总人口为 35�80
万人, 少数民族 23�74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66�32%。这样一个民族地方的县志不仅在湘
西具有一般意义, 在西南、中南少数民族地区

中都有典型意义。

第三, 从社会发展状况来说, 从十九世纪

初开始, 凤凰县就与全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在整个十九世纪抗击外国侵略的活动中, 凤凰

人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抗击英军壮烈牺牲

的民族英雄定海总兵郑国鸿、贵州教案的主使

人贵州提督田兴恕等都是 19世纪名扬一时的

凤凰人。而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于 1837

年亲临凤凰考察屯政、兵防及义学等, 并向朝

廷递有专折
�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太平军在

这里也有过较长期的活动, 给当地留下深刻影

响。因此, 这个民族地区在当时算得上一个比

较开放的地区。

第四, 凤凰厅志的撰写者也很有特色。这

是几部由封疆大吏、地方官员及土生土长的书

生们共同完成的民族地方志书。从撰写框架来

说, 它与清代的一般地方志保持一致。但因为

这个独特的撰写群体, 又使它具有鲜明的个

性。

基于以上理由, 我们用凤凰厅志作本课题

的研究材料。让我们来看看体现了社会精英群

体的观念的民族地方志, 在十九世纪, 它的描

述视角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二、描述视角的三个变迁

描述视角是指描述者用语言、符号等描述

对象时所取的角度。具体到民族地方志中, 就

是指地方志的编撰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叙述

他的对象, 即民族地方。单纯从体例、结构上

来说, 地方志在南宋已基本定型。据张国淦在

�中国古方志考 � �叙例 � 中考证说, 宋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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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之书已经将 �舆图、疆域、山川、名胜、

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

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 � 等汇于一编。
清代方志尽管很发达, 但体例上已没有很大变

化。不过, 从我们研究的清代民族地方志来

看, 在描述视角上还是有一些发展。这个发

展,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叙述。

(一 ) 从族别视角来说, 经历了从苗蛮到

苗人到苗民, 相应的有从土民到民 (厅民 )

到乡绅视角的变迁

十九世纪, 是儒学在封建语境中表达的最

后一个世纪, 也是儒学处理民族事务水平最高

的一个世纪。体现在民族地方志中, 就是族别

视角有了明显的变化。

乾隆本 �凤凰厅志 � (以下简称乾隆本 )

主要从苗蛮的角度来描述少数民族。在舆图、

沿革、疆域、城池、学校、祀典、风俗、艺文

等八卷中都大量涉及到苗族。而绝大部分叙

述, 都使用带有歧视性的词汇, 把苗族视作为

未开化的另类来看待。如 �舆图 � 卷中有

�苗疆�、 �苗蛮巢穴� 两词, �沿革� 卷中增
加了诸如 �苗土 �、 �苗蛮 �、 �五溪蛮�、 �溪

蛮 �、 �峒苗 �、 �苗獠 �、 �苗蛮蠢动 � ��;

在 �风俗 � 卷中, 看起来大量使用 �苗人 �

一词, 似乎有所进步, 但实际上, 在 �苗俗 �
一节的开头, 就先将这个 �苗人� 作了定性:

�苗人狼子野心, 猜疑反复, 桀骜难训 �。到

了 �艺文 � 卷, 对苗族的描述几近侮辱, 使

用 �凶苗�、 �奸苗�、 �逆苗 �、 �苗边恶习�、

�尔苗愚蠢无知�、 �尔苗轻生嗜杀 � 等等。对

于土家族, 情况似乎好一点, 但也主要基于

�蛮� 的视角, 将土家族称作 �土蛮 � 或 �土
民 �。乾隆本编定于 1758年, 它反映了 18世

纪中期厅志编撰者们的看法, 以及此前的社会

精英群体对中南、西南一带少数民族的基本态

度。这个看法到了 19世纪有了很大变化。

与乾隆本不一样, 道光本 �凤凰厅志 �

(以下简称道光本 ) 主要从苗人的角度来描述

苗族, 从民的角度来描述土家族。以前许多研

究者认为, 19世纪清代湘西少数民族政策的

改变, 主要是统治者吸取乾嘉苗民起义的经验

教训
�
。然而, 我们从道光本的叙述变迁来

看, 主要是儒学观察少数民族的视角发生了变

化。对苗族, 当时的精英群体虽然还带有歧

视, 相对于前朝来说, 已有了相当进步。道光

本框架略有变化, 在乾隆本的基础上增加了

�苗防� 两卷。涉及苗族土家族的有新序、凡

例、沿革、疆里、户口、典礼、学校、风俗、

屯防、兵防、苗防、名宦、人物、烈女、天

章、艺文等卷。除去内中所收录的 18世纪的

一些文书, 我们发现, 道光本在描述苗族时,

使用最多的语词主要是 �苗 � 与 �苗人 � 两

词, 对苗人的定性也与前朝有了很大变化。在

�苗防� 卷给苗族下了一个结论:

�苗虽异族, 亦负性情, 地极蛮陬,

亦通声教。�

也就在同一卷中, 编撰者又说:

�今且苗人亦禀尊亲, 回面内向, 有

不欲自甘摈弃者��而今日之苗, 与昔日

之苗, 又不可以一概而论。�

�苗人� 不但是编撰者们的共同意识, 而

且, 编撰者们认为, 其时的苗族与此前的苗族

也有了区别。因此, 在道光本厅志里, �凶

苗�、 �奸苗 � 等词不见了, 代之出现的是一

些比较中性的词, 如 �屯防 � 中的 �强苗 �、

�穷苗�、 �散苗 � 之类。更重要的是此时出现

了一些与苗族有关的尊称, 如 �苗兵�、 �苗

弁� 之类。
而此时, 对土家族的描述, 则完全站在

�民 � 的视角上进行。在乾隆本 �风俗 � 卷

中, 我们看到编撰者对土家族还使用 �土
民�: �土民天性朴陋者多, 巧诈者少。� 而道

光本 �风俗� 卷则直接使用 �民 �。很难从道

光本中看到前朝所描述的 �土蛮 � 或 �土

民�。正是在 �民� 的视角下, 土家族与汉族

取得完全同等的政治身份, 通观道光志, 再没

有将土家族与汉族分开叙述。

到了光绪年间, 情况发生了更大变化。光

绪本 �凤凰厅志� (以下简称光绪本 ) 对苗族

的描述已经基于 �民 � 的视角, 而对土家族

的描述, 则开始关注 �绅� 或 �乡绅� (即土

家族的上层 )。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剔除光绪

本中收录的前朝文书, 仅以 19世纪人的看法

及编撰者的视角, 苗族已不再是异族, 他们仅

仅有着与汉文化不同的文化, 在行政事务中需

要区别对待罢了。称呼苗族时, 使用 �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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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更有诸如 �苗疆寒 �、 �培植 (苗族 )

寒儒� 等等尊敬而文雅的称呼。正是这种变

化, 光绪本已经删除了道光本的 �苗防卷 �。
对这些厅志的编撰者来说, 朝廷让他们到苗疆

来做官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来 �治苗 �。因

此, 可以说, �防苗 � 原本是他们的本职工

作。撰写厅志并在厅志中列入 �苗防 � 也是
情理之中的事。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光绪本厅

志删去了 �苗防 � 这样一个所谓的重要内容。

从这里可以发现, 光绪时代的流官群体已经把

苗族与土家族、汉族放在同一的政治标准中对

待, 使苗族取得了与土家族、汉族相同的政治

身份。

对土家族的描述也由前期对普通民的关注

转向对儒学视野中优秀人物的关注。这就是土

民 (土家族 ) 中的 �绅 � 阶层。因为经过数

十年的屯田建设与义学建设, 以及本地士兵多

次参加镇压农民起义, 本地有相当数量的普通

�民� 已经积聚了一定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

他们已经上升为 �绅缙阶层 �, 成为苗疆社会

中的新精英分子。反映到厅志上的这种视角的

转换, 表明土家族社会整体性的上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到 19世纪中后

期, 儒学已完成了自己关于少数民族的认识,

摆脱了传统儒学把少数民族视为异族的思想。

土家族与苗族在这些流官眼里都成了政府中平

等的 �民�。他们从此不再有等级差别。这可

以说是儒学关于少数民族思想的一次革命性转

换。

(二 ) 从民的视角来说, 经历了从民生描

述到民德描述、从风土民情描述到精英描述

乾隆本与道光本在族别视角上虽有较大变

化, 但在民的视角上几近一致, 即都强调民生

描述。乾隆本在赋役、疆域、物产、风俗等

卷, 道光本在疆里、山川、田赋、典礼、学

校、风俗、屯防、苗防等卷中都用一定篇幅讨

论民生问题。乾隆本问世时, 距改土归流刚好

50年, 百废待兴, 官员们对统治当地的土家

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还没有积累太多经验。加

之, 乾隆嘉庆年间, 民族矛盾尖锐, 苗民起义

连年不断, 经济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以至凤凰

县境的都吾、乌头两约 (现凤凰县齐梁桥乡

至吉信镇一带 ) 出现了十室九空局面。苗族

地区也因人口剧增, 粮食空前紧张。在这种情

况下, 社会精英群体将视线集中在民生问题

上, 在传统的方志框架里确立民生视角, 也就

在情理之中了。流民 (穷人 ) 问题、苗民

(兵 ) 问题、民族政策问题、社会公共设施建

设等关涉民生的重大事项都在这些编撰者的视

野之内。因此我们在乾隆本与道光本中可以发

现凤凰厅生产作物种类的更新换代的记录。

光绪本则不然。它没有沿着前面的思路往

前走, 而是重新确立一个 �民德 � 的视角。
从体例上来说, 光绪本也有山川与屯防两卷,

但重点已不是讨论民生, 而是描述民德。光绪

本共十六卷, 其中描述民德的就占了 12卷,

分别为典礼、学校、坛庙、名宦、选举、乡

宦、人物、新籍、引年、烈女、杂述等卷。从

这 12卷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 光绪本主要兴

趣在于宣扬封建礼教。其所占比重之大, 非前

两本能及。光绪本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与生产有

关的记载, 更谈不上生产作物的更新换代这种

普通农民才关心的问题了。

伴随这个变迁的, 是从风土民情描述到精

英描述。在前两卷中, 有一个风土民情的描述

视角, 都立 �风俗 � �物产� 两卷, 重视对一

般百姓生活的描述。光绪本则删去了这个根本

内容。而用大量的篇幅描述符合儒学规范的社

会精英, 即 �乡宦 �、 �名宦�、 �封典 �、 �袭

荫�、 �儒行 �、 �德品�、 �忠烈 �、 �武功 �、

�懿行�、 �烈女�、 �节孝 �、 �贞烈 �、 �贞
孝�、 �贤媛 � 等等。这个变化, 一方面说明

19世纪后期, 区域社会民族矛盾趋于缓和,

另一方面, 也看出社会精英群体完全局限在儒

学视野里来引导少数民族的发展。前一个结果

是清政府前期努力换来的, 但后一个结果则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 19世纪后期, 正是中国与

西方文化严重冲突时期, 但身处苗疆的这些流

官群体根本感受不到社会历史正发生的巨变,

沉迷在传统儒学视野里, 斤斤计较儒学价值的

实现。未来中国不得不花上一个世纪才摆脱殖

民阴影, 才确立科学的发展道路, 于凤凰厅志

的这个细微变迁中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了。

(三 ) 从行政视角来说, 经历了从作为手

段的行政到作为目的之行政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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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民族聚居区的治理, 对封建行政技术

来说, 是一个重大考验。有清一代, 大致采用

�因俗而治 � 政策�
。但从行政上来说, 汇聚

于湘西的这一个精英群体还是积极寻找一些独

特的措施来治理这个多民族聚居区。我们不妨

将他们的这些行政措施叫做民族行政。其内容

有二: 一为义学, 一为屯政。

康熙四十三年 ( 1704) 始设义学, 其时

仅设 6所, 俱在苗族地区, 属于实验性质。大

规模设置, 始于嘉庆十二年, 在土家族汉族地

区共设义学二十七馆
�
, 在苗族地区新增义学

二十五馆
�
。这是一个庞大的义务教育体系。

这个教育体系之所以能长期维持, 完全靠屯

政。

屯政是 19世纪初, 苗民起义平定之后兴

办的。原意是为 7800驻军提供粮食而采取的

应急政策。据当时的官方报告, 田土大部分由

老百姓自愿捐出, 少部分由官方动员, 从老百

姓手里均出, 整个苗疆共计有屯田近 30000

亩, 其中有近 20000亩分布在凤凰
�
。但不

久, 这个应急政策变成为一项支持民族地方改

革的长远政策。因为这些流官很快就发现, 要

想成为一个有为的地方政府, 就必须有强大的

财政支持。而屯政正是最好的地方财政来源。

于是又经过几年努力, 苗疆屯田达到 13万多

亩, 其中凤凰县达到 49127多亩。这是一个多

么庞大的行政工作。在道光本中, 这项行政措

施, 是完全当作手段来加以描述的。因为兴办

这些行政工作, 目的是为了在苗疆积极推行有

猷有为的民族振兴大业: 培植苗疆寒 、振兴

苗疆文化、兴办苗疆公共事业、营造一个欣欣

向荣的区域社会局面等等。对于描述者来说,

有一种骄傲和自豪。

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行政逐渐由手

段变成了目的, 成了行政的负担。到了光绪本

的撰写者, 对行政的描述, 视角已由手段转变

为目的, 即由运用屯政转变为如何去治理屯

政。由于封建行政技术固有的缺陷, 屯政仅仅

运行十几年, 这项大政就已经弊病丛生。但真

正成为一项行政目的还是在道光以后。可以

说, 屯政在光绪本的撰写者手里, 几乎是一个

负担: 千头万绪, 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中

间经过多次整顿, 屯田数还是在不断萎缩。一

部光绪本 �凤凰厅志� 除了要倡导民德之外,

剩下部分就几乎成了屯政的治理史。汇聚在凤

凰厅的这一群社会精英群体, 面对日渐萎缩、

百弊丛生的屯政, 束手无策。只好将数十年来

治理屯防的各种文件汇编在一起, 算是对这项

大政有了个交代。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

三、两个不变的描述视角

(一 ) 一以贯之的儒学理性描述视角

儒学理性本质上就是道德理性, 属于伦理

实践范畴, 以修、齐、治、平等求善目的为其

现实宗旨, 从而对探索彼岸世界的奥秘失去理

论兴趣。这种思想倾向, 对整个古代文化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 不但中国古代哲学带有浓重的

伦理色彩, 而且影响到中国史学以及普通的方

志学。

19世纪的民族地方志始终贯彻了儒学理

性的描述视角。从 �凤凰厅志 � 来说, 这个

视角奠定于乾隆本。乾隆本撰写者在自序中将

这个视角说的很明白:

红苗未顺之先, 犷悍刮掠, 厅境受侵

虐者, 千百年未得宁居。今逢列圣相承,

有苗来格, 同于凤仪售舞, 数十余年, 无

剽掠之患��使万世而下咸知圣人在上,

德威所感, 无远勿届��宜察俗尚, 以立

丰俭之准, 观忠孝节义, 以兴起好善恶恶

之心。其为典也钜, 其维持夫人心风俗也

甚微, 以之治斯境也, 不犹视诸掌乎。

用圣人作准则, 在社会上树立儒学的忠孝

节义以及俭朴等观念, 以净化风俗, 化导民

性, 特别是以此教化少数民族, 这是 19世纪

之前许多世纪以来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乾隆

本继承的这个描述视角在 19世纪的民族志中,

发挥到了极至。

乾隆本描述忠孝节义, 还缺乏必要的事

迹。道光本时, 由于有了数十年的政教实践,

忠孝节义描述有了丰富的材料, 儒学理性视角

贯彻得也就相对完整。体现儒学理想与行为规

范的篇幅如 �坛庙 �、 �典礼 �、 �学校 �、 �风

俗�、 �名宦 �、 �乡宦�、 �人物 �、 �烈女 �、

�天章�、 �艺文 � 等, 占了相当于志书一半的

比例。尽管其中也有 �神道设教 � 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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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影响儒学描述视角的一贯性。

而到了光绪本时, 这个描述视角得到深入

推进。光绪本共约 220000字, 仅体现儒学视

角的篇章就占了约 147000字, 占总篇幅的

67%! 正如 �续编凡例 � 所标明的: �首详典

礼、学校, 崇文治也 �。崇文治, 就是在儒学

视角下推行文治教化。

(二 ) 拒斥在精英视界之外的商业与技术

视角

许多研究表明, 19世纪以来, 集市贸易

在湘西获得了很大发展, 湘西各地的商品生产

较前代也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鸦片战争之

后, 桐油生产和贸易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意

义
�
。但是, 商业和贸易却没办法成为三本

�凤凰厅志� 编撰者们的描述视角。乾隆本中

对市集的态度可谓道尽了传统儒学在商业上的

缺点。它说, 市集主要是为了 �便民 �、 �通

有无�, 仅此而已。如果 �但开集设场, 或称

经纪, 或号牙行, 大约均非善类。藏奸聚匪,

启争致衅, 恒出于此。� 对商业的这种看法,

已经超出了传统儒学所使用的 �本末 � 框架。
道光本时代, 集场由乾隆本时的 7个增加到

14个, 翻了一倍。但编撰者却没有发表一个

字的意见! 套用当代人的说法, 他们得了失语

症。有趣的是, 乾隆本和道光本还专列了一条

�市集 �, 尽管很简单。光绪本则连简单的

�市集� 都省略了, 从实地调查可以发现, 光

绪年间, 凤凰厅的市集又有了很大发展, 但编

撰者对此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商业已被彻底

地赶出精英群体的视界之外。一直要到 30多

年以后的 20世纪初期, 这个视角才进入民族

地方志的描述视角。1907年湘西 �古丈坪厅
志 � 终于有了这样一段话:

商业之在古丈坪者亦微矣哉! 然懋迁

有无, 设为场市, 以交通民苗, 其商贩零

星, 不成大宗。矿产未出, 蚕业未宏。他

日应有见商业繁盛之人在, 今日不足言。

这种识见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的东南部地区, 商业已

成为地方志描述的重要视角。比如嘉庆 �澄

海县志 � 在描述商业时, 透露出的就已经完

全是赞美和欣赏的态度:

惟是邑自展复以来, 卒操奇赢, 兴贩

他省。上朔津门, 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

夫锦绣皮币之属, 千艘万舶, 悉由澄分达

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 尤为全

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 东西两港��

扬帆捆载而来者, 不下千百记。高牙错

处, 民丰物润��为海隅一大都会。�

这种叙述态度与凤凰厅志的编撰者们所持

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独商业, 技术更是没有好下场。我们先

撇开近代技术不谈, 就是传统技术都没办法进

入当时精英群体的视界。 19世纪, 是凤凰大

兴土木的一个世纪。首先是凤凰城在原来的基

础上扩建了一倍。其次是兴修了 30多座坛庙,

数十座公署。其三, 整个苗疆重修了 180里苗

疆边墙及 817座碉卡哨台关门, 耗费空前。这

个世纪兴修的这些工程, 到今天也毫不逊色。

然而, 与这些重大工程相关的技术, 19世纪

的两本厅志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及! 这个精英群

体的视界受到传统的束缚之深, 于此可见一

斑。

四、讨论

以上虽然是对 19世纪 �凤凰厅志� 描述

视角变迁的叙述, 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 这个

厅志反映了当时民族地方志的一般情况。从这

个叙述中, 我们试图理解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 社会精英群体将把少数民族引向何

方?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大陆的民族学或

历史学学者对康熙雍正全面实行的改土归流政

策似乎特别看好。众口一词: 土家族、苗族等

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了空前发展; 推动了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进

步; 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 消除了土司

的割据形势
�
。另外, 改土归流以后大约 100

年时间, 中央王朝基本解决了少数民族的教化

问题, 这是儒家文化借助武力所获得的了不起

的成就。从上面的叙述中, 我们也发现, 19

世纪, 儒家文化有关少数民族的看法, 在发生

着缓慢的演进。如果撇开当时的国际环境, 受

过儒学教育的社会精英群体, 按照他们的看

法, 继续推进既有的民族政策, 应该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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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

变化! 凤凰的少数民族面临的是文化结构调整

和解决民生问题, 文化急务在于四个方面: 接

受儒家文化, 培育商业文化, 改造民族文化,

关注西方文化。按照一般的历史理解, 流官群

体工作的主要方向, 是引导少数民族逐渐向这

四个方面努力, 从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一个新

的文化体系, 并使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但

他们却自以为是地以传统儒家文化教化大众作

为唯一目的。用通俗的话来说, 他们重点不是

解决民生问题, 而是去解决民德问题。从乾隆

本到光绪本的变迁, 正是流官群体治理少数民

族理念的变迁: 从有限的民生关注走向纯理想

化的民德关注。从这些少数民族接受儒家礼仪

教化的角度来讲, 因为流官的引导, 他们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但在当时的世界形

势面前, 流官们不过把这些少数民族从一种愚

昧 (未教化前 ) 导向另一种愚昧 (十九世纪

过时了儒学 ) ! 到 20世纪, 当这些少数民族

刚刚熟悉这一套封建礼仪时, 这一套东西正成

为另一种愚昧的代名词!

第二、19世纪社会精英群体处理民族关

系的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流官群体在民族引导

上所走的与时代背道而驰的路, 是由当时整个

社会的局限性决定的, 这不足为奇。在那个时

代, 社会视阈被固定在儒学体系之内, 这个体

系运行了快二千年, 并未受到过严峻挑战。这

个精英群体连做梦都想象不到, 这个体系具有

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已经根本无法适应当时的

社会形势! 反映到厅志里, 就只有那些传统的

描述视角。这就提醒我们, 当代的民族学研

究, 不但要遵循传统的学术规范, 而且, 应该

常常试着寻找不同的学术视角, 去展开我们的

学术研究。这样, 民族学在处理当代民族事务

以及讨论各民族的发展时, 才不会重蹈 19世

纪汇聚于凤凰的这个社会精英群体 (流官 )

的覆辙!

� 道光本 �凤凰厅志� 沿革�。另见但湘良纂 �湖南

苗防屯政考� 卷首 �纪事�。

� 光绪本 �凤凰厅志� 屯防�。

� 吴曦云: �乾嘉苗民起义加快了民族融合�, �吉首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7年第 4期。

�徐晓光: �清政府对苗疆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意

义�, �清史研究� 2002年第 3期。

� 道光本 �凤凰厅志� 学校�。

�道光本 �凤凰厅志� 苗防�。

� 道光本 �凤凰厅志� 苗防�。

� 王朝晖 �试论近代湘西市镇的发展 � � � 清末至民

国年间的王村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 �吉首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1996年第 2期。

� 转引自陈春声: �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 � � � 以

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 载黄

宗智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 � 第二辑第 30- 31页, 商

务印书馆 2003年 12月出版。

� 段超: �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 �民

族研究� 2001年第 4期。又见李殿元: �论四川改土

归流及其对民族地区开发的意义�, �天府新论� 2001

年第 4期。

35


